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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当前，中小流域的生态要素及其变迁正受到环境史研究者的推重，其中中国西南独特的生态内涵及

环境背景备受区域环境史关注。历代中央王朝通过对水利资源的控制，实现了对传统农耕社会及其资源的整合和

控制，因此传统农耕社会必然受到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及制约，环境灾害及疾病必定成为流域环境史的焦

点。于是，探讨特定水域环境内人与自然灾害、疾病、森林的相互关系成为区域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环境疾病史研究中，以水环境的检查和动植物分析为主的探讨成为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的新视角，其中

和六花的《疾病认知与应对：云南传统农耕社会的血吸虫病流行研究》一文以疾病认知与应对为切入点，综

合考察了云南民族地区传统农耕文明区的地理环境、钉螺分布、季节变化和人群流动等因素，探讨了血吸虫

病的流行趋势和传染模式，并提出人性的防治建议。人与森林的关系是区域水环境研究的经典案例，蒋雪梅

的《清代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研究》一文以清水江文书为基础，梳理了清水江流域人类对林木的取、用，纵向

考察了清代林木贸易及其环境状况，对环境史视角下社会控制的理论尝试以及文书史料的判断和研读效果、

整个流域内环境变迁史进行了思考，极有价值。水系异变成灾是环境灾害史关注的论题，李明奎的《基于黄

河灾害研究综述的思考》一文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历史时期的黄河灾害做出评判，梳理了研究者的考察

和研究成果，提出了地理环境限制人类发展、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显示了其独特的学

术思维和史学素养。

疾病认知与应对：云南传统农耕社会的血吸虫病流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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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是中国１２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区之一，血吸虫病流行的区域地理环境、钉螺分布、传染方式等，都呈

现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点。历史时期以来，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开展以人力、畜力为主的传统农耕，形成

了各种流行因素高度聚集、重叠的血吸虫病流行圈。与此同时，人们对血吸虫病的认知薄弱，缺乏相应的应对

措施，故而人畜传染源和易感对象频繁流动、人畜粪便管理和使用失范等对区域血吸虫病的流行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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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中国１２个血吸虫病
流行省区之一，历史上的血吸虫病流行规模、造成的

人口和经济损失等影响较之长江中下游地区弱。云

南至近现代方有对血吸虫病的科学认识，史料记载匮

乏，研究亦相对薄弱。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域的地理

环境、钉螺分布、季节变化、人群迁徙流动、传染方式、

流行趋势，以及民众对血吸虫病的认知和应对措施

等，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由于云南血吸虫

病的流行、防治特点与湖区和水网地区截然不同，以

中国长江中下游为主的血防研究成果在长江上游特

别是云南难以适用，云南血吸虫病流行研究迫在眉

睫。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简要梳理云南血

吸虫病流行史，并以位于中国云南西北部的丽江农耕

社会为中心，考察处于连片地理单元、不同环境、不同

民族群体对血吸虫病的认知，进而分析农耕社会基于

疾病认知基础之上的社会应对，最终是要研究云南传

统农耕社会中的血吸虫病流行。

一

云南血吸虫病源于何时、传染源从何而来，至今

论说不一。有学者依据考古发现，在２０世纪六七十
年代，大理州洱源县血防部门在县境海拔２０００米
的松毛坡半山腰发现了一批距今万年以上的淡水螺

化石，因此推断唐天宝年间（公元７４２—７５５年）云
南可能已有血吸虫病流行，而史载李宓将兵七万击

南诏时“宓粮尽，士卒罹瘴及饿死者十有七八”中的

“瘴”可能是血吸虫病。［１］２４笔者认为此说尚可商榷，

首先淡水螺虽为我国境内流行的日本血吸虫唯一的

中间宿主，但若无血吸虫毛蚴侵入，淡水螺便不能与

血吸虫建立联系。其次，南诏时期洱海区域“尚有

瘴毒，在南诏统治势力尚未深入、开发较少的地区，

更为瘴气笼罩”［２］。并且，对李宓讨南诏败北之事

记载颇多，如《册府元龟》卷四百四十六载：“天宝十

三载（公元７５４年）奏征天下兵，俾留后侍御史李宓
将十余万辈，饷者在外，涉毒瘴，死者相属于路，天下

始骚然苦之。宓复败于太和城，死者十之八九。”又

王崧《道光云南志钞·封建志下·南诏世家》记：

“杨国忠以剑南节度当国，调天下兵凡十万讨南诏。

人闻云南多瘴疠，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

声震野。”据上述资料，唐天宝战争期间提及的“瘴”

为血吸虫病的可能性不大，更似瘴疠。

１９２４年，英国医学博士库伦（Ｃｕｌｌｅｎ）在 Ｐｒｏｃ
ＲｏｙＳｏｃＭｅｄｌ（ＳｅｃｔＴｒｏｐＤｉｓＰａｒａｓｉｏｎ）上发表题为
《亚洲血吸虫病一例》（Ｃａｓｅ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
ｓｉｓ）的报道，该例患者系云南籍。此后，库伦又于
１９２４年在《印度的血吸虫病流行》一文中报道了８
例日本血吸虫病例（见表１），其中６名患者的籍贯
为云南。以上７例血吸虫病例都在云南境外被发
现，难以排除其在境外感染的可能。从目前已知资

料来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才有明确记载云南血
吸虫病流行的资料。１９３９年，香港大学病理学教授
罗伯逊（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沿滇缅公路调查疟疾时，在云南
下关医院住院病人中发现了一些症状典型的血吸虫

病人，并从病人粪便中检出了血吸虫卵。后以病人

为线索，罗伯逊又在凤仪、洱海边一带的灌溉沟里找

到了钉螺，经压片检查在钉螺中发现了日本血吸虫

尾蚴。１９４０年，罗伯逊在《中国医学杂志》上发表
《云南大理地区的血吸虫病》一文，首次证实了云南

大理、凤仪一带地区有血吸虫病流行。可知，２０世
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已有血吸虫病流行。虽然血吸虫

病最初在云南流行的时间可能更早，但目前尚未发

现有力的证据。另外，关于此区域的血吸虫病流行

口述史资料基本与此吻合，如丽江市古城区七河乡

三义下木登村是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区，新中国成立

前这里曾因“大肚子病”流行，人口死亡惨重，全村

只剩３家人。截至１９９９年，七河乡三义村累计查出
有螺面积 ７７０８４２ｍ２，占古城区累计有螺面积的
１６０８％，累计查出病人１２６７人，为古城区累计查
出病人人数之首。此外，１９５８年下木登村居民粪检
阳性率高达 ８８１７％。① 据该村和国祥夫妇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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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数据来自罗耀昌主编《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血吸虫病防治史志（１９５４—２００２）》（内部资料）。



１９４２年在他们刚懂事时就见到过“大肚子”病人。
新中国成立前，洱源县义常村、巍山县东莲花村、弥

勒县太阳村等亦因血吸虫病流行较严重，呈现田地

荒芜、村毁人亡的萧条景象。［３］

表１　库伦报道的云南日本血吸虫病例［１］２４

入院时间 姓名 年龄 出生地 肝 脾 腹水 职业 粪检

１９２４８１６ 李姓 ２２ 云南 ＋ ＋ 无 苦力 虫卵

１９２４８３１ 艾尔 ３０ 云南瑞丽 未触及 大 很明显 苦力 虫卵

１９２４９１ 孙姓 ３５ ＳｅＳｗａＳａｉｎｏ 未触及 未触及 很明显 苦力 虫卵

１９２４９１ 杨姓 ３５ 云南 Ｍｙａｎｉ 未触及 未触及 明显、全身水肿 苦力 虫卵

１９２４９１ 老曹 ４５ 云南ＹｕＴｈｓａ 未触及 未触及 明显 苦力 虫卵

１９２４９７ 老刘 ３０ 云南大理 ＋ ＋ 无 苦力 虫卵

１９２４９８ 老佩 ３５ 云南 ＋ ＋ 无 苦力 虫卵

１９２４９１０ 老叶 １０ 云南 未触及 未触及 明显、全身水肿 苦力 虫卵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尚未开展系统的血吸虫
病防治工作，仅有教会医院、西方传教士和学者

等开展零星调查并收治一些病人。例如，１９４１年
以后，大理教会医院（福音医院）曾收治过一些血

吸虫病人。１９５１年，大理专区医院（教会医院）
报告该院门诊发现血吸虫病患者 ４３例。新中国
成立后，云南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政府领导下大

规模铺开，而且成效显著。１９５３年，云南省开始
组建云南省人民政府卫生厅血吸虫病防治所，并

自上而下成立领导机构，建立血防站（所），配备

和训练血防专业人员，抽调大批医务人员奔赴疫

区开展防治工作。此后，医疗部门先后证实云南

省的血吸虫病主要流行于大理、丽江、楚雄和红

河４个州（市）①１７个县（市、区）８３个乡（镇）４５６
个行政村（见图１），流行区人数约 １７０４０万，受
威胁人口约５４１０８万。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共查出
钉螺面积 ２３亿 ｍ２，累计检出血吸虫病病人
３２６１万人，检出血吸虫病病畜 １１２万头（匹）

（见表２）。② 另外，云南省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血吸
虫病人群感染率详见表３、表４。

８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①

②

钱岳年、尉挺、麦智广《日本住血吸虫病 ４０２病例病史之分析》（《内科学报》１９５１年第三期）一文指出云南
怒江等地亦有血吸虫病分布的报告。加之许邦宪、吴光《吾国血吸虫病之大概（二）分布》一文指出的滇缅边界，以

及笔者在调查中收集到昭通一带的口述资料。可知，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有历史演变，因故云南血吸虫病的历史

流行分布情况笔者将有专文论述。

此数据参考李长友、林矫矫主编《农业血防五十年———纪念毛泽东同志〈送瘟神·二首〉发表五十周年》，中国农

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云南血防流行情况，各种资料多有出入，亦缺乏各年份具体数值，多概而言之，有待进一
步查实。如董兴齐、冯锡光等的《云南省大山区血吸虫病流行学特征与控制对策》（《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０８年第
２期）一文，认为是“本省血吸虫病主要流行于大理、丽江、楚雄和红河４个州（市）１８个县、８５个乡（镇）、４６１个行政村、
２８７５个自然村，流行区人口约１５８万人，受威胁人口４８３万人，累计查出血吸虫病人３２５万人，其中晚期血吸虫病人（晚
血）３１４５人。累计查出病牛１２２万多头，累计查出钉螺面积２２亿ｍ２”。



表２　云南省血吸虫病流行概况（１９５８—２００６年）［４］

年份
　　　　　　　　　　　疫区县数　　　　　　　　　　　

未达到控制县数 达到传播控制县数 达到传播阻断县数
年份

疫区县数

未达到控制县数 达到传播控制县数 达到传播阻断县数

１９５８ １３ １９９４ １７ １
１９６４ １４ １９９６ １７ １
１９７２ １５ １９９９ １７ １
１９７３ １６ ２０００ １７
１９７６ １７ ２００２ １７
１９８２ １７ １ ２００３ １８ ２
１９８４ １７ １ ２００４ １８ １
１９９３ ２０ ５ ２００６ ３ ３ １２

表３　云南省血吸虫病流行情况统计表（１９８１年）［５］

县（市） 流行公社（镇场数） 流行大队数 流行大队人口数 累计病人数 防治初期感染率／％ 累计有螺面积／ｍ２

巍山 ８ ６８ ２１８６７６ ５５４６４ ２３９４ ５４０４９５１２
洱源 １１ ６９ １６４９６４ ４１２６１ ５３００ ５３２８４９６５
鹤庆 ８ ５５ １２０８４７ ４７５３３ ４０３０ ２４９３３２３０
弥渡 ５ ４０ １５７３９９ ４０６５１ ２７７４ ２３７３４０６２
永胜 ７ ４９ １３４５０６ ２４５４９ ６５１ ２１６９３１４９
大理 ８ ６８ ２３１７４０ ４８５７５ ５７９８ ２００１８１５７
楚雄 １０ ２８ ７３７６６ ７２６７ １０３４ ９０３５６９９
宾川 １ ５ ２１２１２ １６５４ １１８１ ５２２２８３６
丽江 ４ １５ ３３２９０ ７２７０ １０００ ３９８６１０８
剑川 ３ １７ ２０２６１ ３０４１ ６６４ ２７５２９５４
南涧 ３ １１ ２９７０７ ３６５９ ７７２ １６０２２４２
下关 ４ １３ ２６７４５ ３６０３ ７００ １３０３４６６
禄丰 ２ ３ ５２９６ ８５９ ２０５４ ３５２３８０
祥云 ４ １２ ３４５４４ ５０７ ４９０ ３２３７６５
漾濞 １ １ ５０８ ４４ ４９０ １２５０００
个旧 １ ３ ７６８１ ５７７ ３２４０ １０４８８４
宁蒗 １ １ ２１９０ ２３ １１０ ４５０５２
云龙 １ １ ７７ ８ １３８ ７５３０
合计 ８２ ４５９ １２８３４０９ ２８６５４５ 缺 ２１２５７４９９１

表４　云南省各县（市）血吸虫病人群感染率［６］

县（市） Ａ／％ Ｂ／％ 县（市） Ａ／％ Ｂ／％ 县（市） Ａ／％ Ｂ／％
大理 ５８０ ２５９ 禄丰 ２０５ ３０８ 剑川 ６６ ９１
洱源 ５３０ ２８４ 宾川 １１８ １７７ 永胜 ６５ ３５６
鹤庆 ４０３ ５６６ 楚雄 １０３ １６４ 漾濞 ４９ ３５６
个旧 ３２４ １８９ 丽江 １００ ２０４ 祥云 ４９ ５１
弥渡 ２７７ ２５４ 南涧 ７７ １２４ 云龙 １４ １１１
巍山 ２４０ ４０９ 下关 ７０ ７１ 宁蒗 １１ ６４

　　

二

水、钉螺、传染源是血吸虫病流行环节控制血吸

虫病的三个关键因素，而民众对疾病的认知及其社

会应对方式则是直接影响农耕社会血吸虫病流行和

防治的潜在因素。根据地理环境差异、钉螺分布特

点和居民感染方式，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大致可分

为湖沼型、平原水网型和山区沟渠型三种。云南地

形以山区和丘陵为主，血吸虫病流行区沟渠与田、塘

相连，钉螺沿水系分布，流行区较为局限，属于山丘

沟渠型。目前，已知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最南端

个旧市疫区位于北回归线，最北端的宁蒗县位于北

纬２７°，流行区海拔一般为１３５０～２４５０ｍ，属山丘

型疫区。根据地形地貌和人群的生产、生活特点，云

南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分为高山峡谷型、山丘梯地型

和山间平坝型三种类型。流行区地形地貌十分复

杂，流行程度差异较大，阳性钉螺呈散在分布，易感

地带多变，形成许多孤立的小块状疫区。其中，以洱

海为中心的大理州和丽江市１５个连片县构成滇西

中部和滇西北部疫区，这一片区集中了数十个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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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大的重疫区村。楚雄州所辖的楚雄市和禄丰

县为滇中疫区，红河州个旧市为滇南疫区。以上４
个州市１７个县的地形均为高山峡谷间有高原平坝，
多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区，疫区内有彝族、白族、

纳西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

在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钉螺密度、钉螺阳性率

高的易感区和人畜活动区域几乎重合，无明显隔离

的季节性安全区和易感地带。多数疫区村落及村落

周边的沟渠、田埂、水田、菜园等地带钉螺密度较高，

家畜粪便污染也较集中，钉螺阳性率远高于田间野

外，进而形成了村寨和村寨周围各种流行因素高度

齐聚的流行圈。云南除昆明、陆良等几个大坝子外，

大理、丽江、永胜坝、鹤庆坝等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山

间坝子都相对较小，各村落周围血吸虫病各种流行

因素高度齐聚的流行圈和农耕圈完全重合的，日常

生活区和农耕区都是易感地带。此外，坝区村落分

布密集、耕地交错分布，疫区内同一村庄的生活圈、

血吸虫病流行圈、农耕圈出现重叠，并且与相邻村庄

的生活圈、血吸虫病流行圈、农耕圈存在交叉、重叠

情况，加之农耕过程中人口、牲畜等的流动，造成血

吸虫病传染源在疫区频繁流动。因此，民众对血吸

虫病的认知和应对成为云南农耕社会血吸虫病流行

防治的潜在决定因素。

第一，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长期以来从事农耕，

适应钉螺孳生的环境长期存在。整个云南西北高、

东南低，８４％以上的面积是山地，高原、丘陵占
１０％，仅有不到６％是坝子、湖泊，个别县市的山地
比重甚至超过了９８％。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地形
地貌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的大规模的以水利

建设、农田改造为主的环改灭螺工程实施较为困难。

因耕地资源有限，改变耕作制度和耕作方式、突破传

统的种植习惯更是难以推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虽然通过农业综合治理项目推行了一些水改旱项

目，但数量有限。① 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农耕区，

又多为山间坝区，气候适宜、水资源相对丰富，最宜

种植水稻。因而，钉螺孳生的环境长期以来并未得

到根本改变。

第二，传统农耕过程中人、畜频繁进出钉螺密

度、钉螺阳性率高的易感区，加大了人畜感染血吸虫

病的几率。历史时期以来，云南即开展了以人力和

畜力为主的传统农耕，坝区耕地多采用二牛抬杠或

单牛拉犁，收获靠人背马驮，特别是大理白族地区整

个农耕过程基本不使用畜力，翻地、耕作、收获都靠

人力精耕细作。诸如水稻种植，云南水稻种植区不

适应实施免耕和抛秧技术，从下种到收获要经过犁

地、撒秧苗、栽秧、薅秧等多个环节，稻田中还要保持

有一定的水，而且疫区农民往往在无任何防护措施

的情况下与疫水接触。从事农耕的人畜既是传染源

又是易感对象，疫区农民、耕牛等在农耕、日常的田

间地头管理、割猪草、放牧等过程中频繁出入农耕区

（钉螺密集区、易感区）并接触疫水，传染源病人、病

畜（参考表５数据）亦频繁进出此区域，使得传染源
频繁流动，易感人群暴露在易感环境下。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后，以坝区为主的部分地区逐步实现了以机

代牛，随着牛、马等牲畜数量的逐年减少，畜类传染

源和易感对象才得到有效控制。据笔者在丽江市古

城区七河乡共和中心村的调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
户养殖牛、马的占到 ９８％，全村仅有 １户未养牛、
马；到２０１１年再调查时，全村４４户只有１户养牛，
４３户购置了旋耕机②。

表５　动物血吸虫病的感染情况［７］

动物种类 检查数／头 阳性数／头 感染率／％ 动物种类 检查数／头 阳性数／头 感染率／％
黄牛 ２９５１０ ２０６６ ７００ 螺 ５６８１ １６７ ２９４
水牛 １８１６８ ７７６ ４２７ 山羊 １０５ ２８ ２６６７
马 １９１６５ １１２４ ５８６ 绵羊 １１０ １８ １６３６
猪 ５０９１ ３２８ ６４４ 野鼠 ２３６ ６ ２５４
驴 ５１０７ １７８ ３４９ 总计 ８３１７３ ４６９１ ５６４

０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①

②

具体数据可参考李长友、林矫矫主编《农业血防五十年———纪念毛泽东同志〈送瘟神·二首〉发表五十周年》，中

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１３、２５９页。
目前购置农业机械可享受５０％的农机补贴，农户只要有条件都会购置旋耕机、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故农村中养殖

牲畜用于生产劳动的情况有较大改变。



　　第三，农耕过程中形成有螺区和无螺区、连片疫
区重疫区和轻疫区的人、畜流动，传染源和易感对象

交错流动、交叉感染。农耕与时令密切相关，农忙时

节，劳动力是传统农耕中最关键的生产力要素。不同

片区甚至同一村落各家的作物收成时间有先后之别，

因此少数民族村落中农忙时节存在以交换或“出卖”

劳力、畜力为主的劳动互惠或劳力交易。于是人畜传

染源和易感对象出现同区域甚或跨区域的交错流动、

交错感染。此外，农耕群体的卫生意识、血防意识相

对薄弱，未形成针对血吸虫病防控应有的知识和措

施。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接触疫水，而且多数未采取生

产防护措施；人畜粪便未经过无害化处理就用作农家

肥进入田间地头；农忙时节，田间地头还直接成为“天

然厕所”，人畜粪便直接污染了水源和环境。农耕活

动中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增加了人畜感染率和感染

强度，并导致传染源进一步扩散。

第四，农耕人口对血吸虫病的认知率较其他群

体低，对于个体生活区域的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血吸

虫病感染途径等问题认知度低，没有产生与血吸虫

病相匹配的疾病观念和社会应对措施。例如，纳西

族认为，自然灾害和人类的各种瘟疫、病痛的发生是

因为具有神秘力量的鬼神在作祟，因此纳西族东巴

教通过举行仪式法事来禳灾祛病。在天灾人祸降临

之后，一般要搞清是哪种鬼神，来自什么地方和方

位，认为这样才能把灾害、瘟疫、病痛顶回去，人才能

安康。号称“纳西族古代百科全书”的东巴古籍有

１０００余种３万余册，但无“血吸虫病”之名，仅《医药
之书》《看病经书》等东巴经书记载了上百种地方常

见病的病症和治疗方法，其中部分病伴有腹胀、呕吐

等血吸虫病的迹象，但细辨之，可知非血吸虫病。笔

者调查中几乎没有收集到任何有关血吸虫病的民间

故事、传说、谚语以及地方性知识等，血吸虫病在地

方记忆中的缺失说明地方民众对血吸虫病置若惘

然。诚然，疾病与疾病观、环境与环境观、疾病与社

会应对是否是匹配存在的，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

趣问题。以下几个调查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

题，但部分调研结果出入较大，此处只引用两组数据

作为参考（见表６、表７）。

表６　人群血防知识与社会因素关系的分析①

血防知识

分类标准

好 中 差

人数（％） 人数（％） 人数（％）

血吸虫病史

未患病 ９８６（３２９８） １００４（３３５８） １０００（３３４４）

曾患病 ５２８（５７７０） ２３２（２５３６） １５５（１６９４）

不清楚 ９（１６０７） ２３（４１０７） ２４（４２８６）

职业

农业 １０４３（３９５４） ８５３（３２３４） ７４２（２８１３）
副业 ７４（２８４６） ８５（３２６９） １０１（３８８５）
非农业 １６４（６４５７） ５６（２２０５） ３４（１３３９）
无业 ２４２（２９９１） ２６５（３１７６） ３０２（３７３３）

表７　白族群众卫生行为调查［９］

调查内容 调查人数 回答是的人数 百分比／％

在不需要接触疫水时，您也常去疫水地活动 １８５６ ３７２ ２０
在接触疫水时，您常穿胶鞋、戴手套、涂搽药 １８５６ ５５６ ２９９５
在接触疫水之前，您常打赤脚 １８５６ ０ ０
是否饮开水 １８５６ ６４９ ３９．９６

１４第５期　　　　　　　　　　和六花：疾病认知与应对：云南传统农耕社会的血吸虫病流行研究

①参见左仰贤、彭明春、陈新文《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人群血防知识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载云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
中心《云南血防资料选编》，１９９８年总第１２期。调查问题涉及：１本村是否有血吸虫病流行；２血吸虫如何进入人体；３
秧田水和井水哪种会使人感染血吸虫病；４患血吸虫病后，人的身体会有哪些不适；５人和家畜（如牛、猪、狗）患有血吸
虫病，他们的粪便能否传播血吸虫；６为什么要消灭钉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云南大学生物系就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人
群血防知识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见表６）为题做了专项调查研究，调查组选择了大理州洱源县兆邑村、大理州南涧县乐
秋村、丽江七河乡七河村的１１０５户共３９６１人进行调查，其中白族１３１２人、彝族８７７人、纳西族８０９人、汉族８０８人、回
族１５５人。



续表

调查内容 调查人数 回答是的人数 百分比／％

当您怀疑感染血吸虫病时主动求医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６ １００

当您感染血吸虫病后是否配合医生治疗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６ １００

您是否愿意服血吸虫病预防药 １８５６ １１１８ ６０２４

三

本文以中国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七河乡为例，

具体分析之。七河乡位于丽江市古城区南面，地处

东经１００°１６′１６″，北纬２６°４５′０６″，海拔２２３２ｍ，离城
区１７ｋｍ，东临金沙江，与永胜县大安乡隔江相望，
与古城区金江乡接壤，南与鹤庆县辛屯乡毗邻，西与

玉龙县太安乡、黄山镇相接，北与金山白族乡、金安

乡相连，是一块盆地，俗称七河坝。全乡总面积

３６６３ｋｍ２，其中耕地面积 ２４３７５３ｈｍ２，森林面积
１４７６６６６ｈｍ２。七河乡辖共和、七河、三义、五峰、新
民、龙潭、羊见、忠义、前山、后山十个村委会１１５个
村民小组，共有 ４４０４户 １８８８７人。其中三义、新
民、七河、共和为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区，五峰为中度

流行区，羊见为轻度流行区（见表８、表９）。
表８　七河乡钉螺面积分布表

行政村
累计查出有螺

面积／ｍ２
占全区钉螺有螺

面积百分比／％
备注

五峰 １７４７４１ ３６５
三义 ７７０８４２ １６０８
新民 ９０１２１４ １８８０
七河 ７１９０９４ １５００
共和 ４７１５４２ ９８４
羊见 １１５１３ ０２４ 有螺无病

　　注：根据罗耀昌主编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血吸虫病防治史志

（１９５４—２００２）》（１９９９年统计，内部资料）分类整理。

表９　七河乡血吸虫病及病牛分布表

行政村
累计查出病人／人

合计 慢性 晚期 急性
累计查出病牛／头

五峰 ８９６ ８８７ ７ ６ ３５
三义 １２６７ １２４６ １４ ５ ２０６
新民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０ ６ ４ １４９
七河 ７２５ ７２０ ４ ２ １４５
共和 １０２２ １０１４ ５ １ １５９
羊见 １ １ ０ ０ ０

　　注：根据罗耀昌主编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血吸虫病防治史志

（１９５４—２００２）》（１９９９年统计，内部资料）分类整理。

七河乡６个血吸虫病流行村委会中，除羊见外，

其余５个村委会地界相接、水系相通，无明显地域界

限，其下属各自然村的耕作区重叠、交错，形成区域

内的连片疫区。另外，七河乡乡境又与云南省另一

个血吸虫疫区鹤庆县接壤，进而形成跨境连片疫区。

七河乡共和村委会两个相邻自然村的钉螺分布见图

２、图３、图４。

图２　七河乡共和村委会中心村钉螺分布示意图①

图２中中心村、东关村、胜利村为共和村委会下

属的三个自然村，三个自然村间无明显的地域界域，

各村落间仅有小片的田地相隔，各村落驻地和田地

耕作区之间仅有河埂或田埂相隔，村落周边沟渠、田

埂、水田、菜园等地带钉螺密度较高，家畜粪便污染

也较集中，村落和村落周围是各种流行因素高度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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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２、图３、图４三幅钉螺分布图来自丽江市古城区疾控中心血防科，由李荣伟同志绘制，在此对古城区血防工作人
员在笔者进行调查期间提供相关资料表示感谢。



聚的流行圈。三个自然村田地交错分布，螺区亦交

错分布。如图２中的⑦、⑧、⑨三个片区内同时有中
心村和胜利村的田地，③、④片区中皆有中心村和东
关村的地。图３为图 ２中标号⑦这一片区的明细
图，而图４为图２中标号⑦、⑨左边的未标号区域。
村落周围形成钉螺密度、钉螺阳性率高的易感区，如

图２中的⑦、⑧为水田，属中心自然村的水田，一般
轮种水稻、小麦、蚕豆等作物；⑨为胜利村、中心村的
秧田；⑦这一区域中间还有两块常年积水、杂草丛生
的沼泽田，是本片区内钉螺密度最高的区域。村落

周边大量水田的分布和各村落耕地的交错分布，为

钉螺孳生提供了环境，亦是人畜在农耕和日常田间

地头管理中频繁流动的易感地带。

丽江纳西族地区犁地采用二牛抬杠，为了在农

忙季节集中人力、畜力，当地人会在一定的区域内形

成一种以耕牛为中介结成的亲戚关系，俗称“牛亲

家”。通常，由相处融洽、关系亲密的隔壁邻居或亲

戚朋友相互邀约，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组织起来，规模

一般为５到７户，少的三四户，多的１０户左右。人
们在农业生产中互相借用耕牛，无牛户则以工相换，

以解决单家独户缺丁少牛的难题。随着相互合作时

间的增加，“牛亲家”从单纯各家各户共用耕牛扩展

到农忙季节相互支持，并形成了以地缘和亲缘为纽

带，以换工为形式的社区互惠。村落中数个农户或

亲戚间结成换工对子，这一群体中谁家种包谷或者

栽秧，按一家出一个工或者几个工的约定去帮忙，集

中劳力把一家的耕种完再耕种另一家的。虽然这种

互惠和农耕习俗促进了农耕生产，但是这样一方面

造成了传染源的频繁流动，疫区人口、耕牛和非疫区

人口、耕牛的相互流动，不利于传染源的控制；另一

方面，为了确保农耕的顺利进行并节省时间，农忙时

节，到田里耕作的人通常吃喝拉撒都在田间地头解

决，由主人家做饭后送到田里来吃。因此，人畜粪

便，特别是病人、病牛粪便随处排放。

可见，围绕传统农耕产生的跨区域的人口、牲畜

流动在农耕社会普遍存在。因各地的地理、气候不

同，农业生产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差。在农耕社会中，

出卖劳动力获取经济收益，是农耕人口的一种辅助

谋生方式。在云南丽江、大理、楚雄三个血吸虫病流

行区，楚雄处滇中、大理为滇西、丽江在滇西北，越往

北走，气候越冷，农作物成熟的季节越晚。三个地区

因地界相接，方便农民交替到相邻地区打农工。据

笔者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６月间在丽江市七河乡的调查，
栽秧季节到七河乡打工的人群主要来自大理州鹤庆

县、丽江市永胜县、丽江市金山乡，而三地都是血吸

虫病流行区。因目前农村青壮年多外出务工，从事

耕作的多为老、弱群体，为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完

成，农耕中雇佣劳力者不在少数。此外，鹤庆县、永

胜县两地是血吸虫病重流行县，两个县份人群的血

吸虫病感染率相对较高，而丽江市的血吸虫病感染

率在１９９９年即已低于３％。① 跨区域的人口流动会
引发连片疫区内传染源和易感对象的交叉传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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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数据参见张显清、王秀芬主编《云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史志》（续集），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复感染，农耕人群的血防意识、卫生意识又相对较

低，在农耕活动中未将血吸虫病感染作为首要考虑

因素，甚或不成为考虑因素，而且缺乏与之匹配的应

对措施。

可以说，农业人口的血吸虫感染率较其他群体

高、农耕活动中接触疫水的几率高、农耕区钉螺分布

的密度高，“三高”在农耕活动中同时存在；农耕形

成的人口、牲畜等传染源的流动，使呈地缘性分布的

“三高”随传染源流动、迁移；疫区内传染源和易感

对象又交叉传播、重复感染。受环境的影响，传统农

耕在这一区域内持续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劳动工具、

劳动方式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让区域内的农民

舍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或彻底改造流行区环境，

先治病再耕作，都是不切实际的做法。所以，提高农

耕社会民众对周围生态环境特别是疾病的认知度，

探寻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应对措施，是云南传统农

耕社会减低血吸虫病流行、防治血吸虫病的可行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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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鄂尔泰奏折，其实不难发现他对少数民族土司和

普通民众的态度及对策是有所区别的。笔者认为，

这种区别主要源自治理对象的势力不同，其中土司

势力较大且分布较为集中，治理的目标性与针对性

极强；普通民众则力量不一，特别是本文提到的所谓

的滇南“凶猓”、广西“贼蛮”力量较为分散，涉及问

题纷杂多样，具有流动性与隐蔽性。虽有差异，但由

于时间上的重合与空间上的交叉，鄂尔泰对少数民

族土司与少数民族的治理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一方

的进展情况甚至也会影响到对另一方的决策，前文

提到的鄂尔泰借助 “夷猓”引发的镇沅事变对当地

的土司土目势力进行清理便是一例。

鄂尔泰的民族观念与对策通过奏折直接影响到

了雍正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看法与决策。雍正帝在

《大义觉迷录》中最为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思

想，但是通过阅读鄂尔泰与雍正帝之间往来的奏折

朱批，不难发现：一方面，两人积极地推进中央统治，

希望能将更多的地区与民族纳入到清王朝的统治范

围内，实现真正的“天下一统”；另一方面，两人都没

有跳出自身局限性，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民众特别是

对不服从中央管理的民众心存歧视与偏见，所以

“蠢”“恶”“丑”等字眼屡见不鲜，并未真正做到“华

夷一家”。顺从则为民，可被招抚；不从则为“丑

恶”，须被剿杀，可谓是只有先实现了“天下一统”，

方可谈及“华夷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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